
2022年4月11日，中国北京，一名工作人员引导市民在检测点排队进行核酸检测。摄：Tingshu Wang/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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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我对 街道 个懒 站起身 力地 气 终 轮 我 班 话未毕 过

“动态清零”与基层的迷茫：一位中国防疫志愿者的近距离观察

无论是选择继续清零还是切换轨道找一条有序共存道路，打着疲劳战的基层面对可能的大规模感染其实已经无力一
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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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我对面的街道工作人员伸了个懒腰站起身，用力地叹了口气，“啊，终于轮到我下班了。”话未毕，刚过

来接班的人就接话，“你就好，明天也没有排班，可以休息。”“我排班少是因为我可是要24小时听候指挥

的，可不是没有事做。”边说着这位身材略显魁梧的男士边把工作手机丢到桌面上，骂骂咧咧地自我解嘲了

几句，披上外套急匆匆地离去了。待新的工作人员坐定，没好气的抱怨夹杂着其他人“您好，这里是防疫办

公室，你是不是最近有从外地回来的经历……”，继续在这个派出所内设立的街道防疫调度室里回荡。

打不完的电话，听不完的抱怨 


一位民警形容当下派出所的工作状态是，“三分之一的人负责防疫，三分之

一的人负责反诈骗，另外三分之一负责应付其他日常工作和临时专项，领导

负责各种政治学习。”

拨打潜在风险人群的电话，是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中基层排查涉疫风险人员的重要环节。排查工作由两部

分组成，一种是由区排查工作小组下发的入境人员名单，这些不需要电话专班核实，直接进入集中隔离或

居家隔离的程序。另一批就是通过各方数据系统整合然后下发到派出所系统的名单，这些名单需要由专班

电话核实属不属于街道管理，然后催促这些落地人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核酸和流调，再进入分级管理

（居家隔离、居家监测、自我健康监测）的程序。

随着COVID变种病毒的传染性增强，“应检尽检”的范围越扩越大，涉疫人群的划分也变得“宁错杀不放

过”。这些被上级要求核实的下发名单至少包括几类，第一类是近日从风险地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回的户

籍人员；第二类是通过工信部和省级公安部门的区域协查专班，识别的风险地区个人电话漫游溢出数据；

第三类是本市涉疫重点场所的关联电话数据人员。其中，第一类人由于实名制，可以直接和户籍登记关

联，后两类人由于不能确定户籍所在地，一般是以工作量均分的原则下放到各镇街，由各镇街先行确定具

体人员管理责任的归属。

因此，拨打电话的工作量是庞大的。据公开报道，在深圳排查员一天一人要打300个电话。在本地有疫情

的时候，深圳相关区政府组织停课的幼教老师上千人作为志愿者参与到流调的过程中。在我所在城市曾协

助过的街道，一般日均要打300到600个电话，若疫情趋紧，最高峰期要负责四位数以上。这些街道处于

老龄化偏高的老城区，人口流动性不大，外地返回人员较少，已经算是工作任务较轻的地方。即使这样，

整个派出所里连同辅警在内，每天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力都是围绕着这个工作打转。



2022年4月4日，中国上海，封城期间，一名身穿防护衣的工作人员指导居民排队进行核酸检测。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一位民警形容当下派出所的工作状态是，“三分之一的人负责防疫，三分之一的人负责反诈骗，另外三分之

一负责应付其他日常工作和临时专项，领导负责各种政治学习。”因此，单靠街道派出所的警力，无力负担

每天雪花般的电话名录。防疫专班加入了街道安排的各科室人员和志愿者。一般而言，街道各科室会分班

派驻进防疫专班，每一个班次由5至7人的街道工作人员和2至3人的志愿者组成。早班从早上9点到下午4

点半，晚班是下午4点半到10点。如果进入了疫情紧张的时候，午休和午夜加班是常有的事。

多数提出疑议的民众最质疑的一点是“你们不是有大数据系统吗？我们的资

料你们都知道啊，为什么还要问？”

电话核查工作也是枯燥和繁复的，中间状况不断。即便是第一类须监测的户籍人员，大部份电话都不是

“人-机-户籍居住地”三者匹配。这是因为户籍登记的资料多有疏漏。有的是手机使用者和户籍登记人员不匹

配，可能是该手机号码交给了其他亲朋好友使用，或者手机已经弃用变成了其他的用户。有的是手机使用

者虽是户籍人口，但实际的居住地已搬离户籍所在地。第二第三类人员由于本身就不是户籍人员，而且基

站数据也未必准确，处理起来更加复杂，也可能出现很多乌龙。电话空号有之，人机不匹配有之，未离开

过当地有之，已离开当地有之，从未到过相关涉疫地点有之。

因此，有时候打电话的人面对诸多信息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难以让接到电话的民众心平静和地配合



了。即便是这些防疫电话在来电的时候都会显示特定的单位，但不时也会遇到民众的质问。比如，接到电

话的人怀疑是诈骗电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在电话那头说，“是你们让我装反诈APP的，我怎么知道你这个

电话就是派出所呢，你问我这么多的私人信息我怎么相信你呢。”也有人会直接拨打110报警，出现其他派

出所打电话回问“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等哭笑不得的情况。

多数提出疑议的民众最质疑的一点是“你们不是有大数据系统吗？我们的资料你们都知道啊，为什么还要

问？”这也是我在不参与防疫工作前困惑的一点。包括本人在内很多有相似经历的朋友从外地回来，即使已

曾报备社区，都会接到来自多个部门的问询电话。直到亲身接触过防疫专班的工作流程以后，终于明白所

谓大数据监测系统从来没有处理好信息的条块分割问题，上级大数据监控系统只管下放任务，而不理会信

息的如何收集和横向共享。信息收集的各个环节相互之间并不联通，导致工作流程效率低下。

比如，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从外地回到社区时立刻和社区申报，已经自行去做核酸，轮班制的防疫工作人员

未必就能完成工作的交接，个人的信息就未能及时地进入到数据系统。一旦系统没有认定这个人进入到流

调管理当中，自行做核酸的结果就不会被认可。管理者还是会要求该人士到社区卫生站完成核酸检测和流

调。即使进入到数据系统，如果居住地和户籍地不是同一个地方，户籍地也不会知道这个人已经纳入到居

住地管理，按照工作流程还是需要确认这个人是否归户籍地管理然后再推送资料到居住地。因为只有这个

流程完全了，才代表一个完整的“履职履责”过程。

然而，这种“履责式”防疫在长期上级狂轰滥炸的“派单”工作不可避免地变成“避责”式防疫。最令工作人员

松一口气的是确认核查电话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只要该人员已经不在所属街道，无论是电话持有者离

开了本市，居住在其他地方还是漫游数据出错等各类情况，都意味着后续工作量的减少。而一旦确认核查

电话是属于街道的责任，就要开始不断追踪该人士是否及时进行“三天两检”或“七天三检”。上级的防疫大

数据中台会为各街道设定核查电话和涉疫人员核酸检测匹配度的任务，并监督街道两方面工作进度。



2022年4月10日，中国上海 ，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于街道卸下口罩和中药等医疗用品。摄：Cost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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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打卡和运动式治理的常态化 


“数字化防”疫提升了上级部门对下级的监控和监督能力，却加剧了基层的

内卷和形式主义。

COVID病毒的“风土病”化和中国政府对“动态清零”的坚持，使得防疫运动式治理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从

一鼓作气的“短跑”变成力有不逮的“长跑”。一位招募志愿者的街道社工负责人说，“你们每天过来打几个小

时电话可能会觉得挺过瘾，但他们（街道专班）已经这样子打了两年。”事实上，这可能是现在这些工作需

要越来越多不同渠道动员或招募的志愿者支援和轮班的原因。因为很多志愿者没有被“折腾”过，激情满

满，工作积极。相反，表面上看，街道工作人员似乎人数更多，但往往闲聊一下家常打几个，打开手机游

戏玩一会再打几个，打到不配合工作的电话，停下来相互抱怨几句再来过。低效的核查和复核工作，不断

消耗着基层工作人员的心神和情绪。

然而，打电话只是众多基层防疫工作一项而已。街道的干部、网格员、社工、警察和上级机关与企事业单

位的下沉志愿者还要执行核酸检测、打疫苗、宣传疫苗、扫楼巡查等其他工作。大数据系统和各类政务工

作群组的存在，意味着基层毫无喘息的空间，基层工作任务和指标开始完全围绕着防疫打转。“数字化防”

疫提升了上级部门对下级的监控和监督能力，却加剧了基层的内卷和形式主义。某些地方对社区“三人小

组”工作内容的不断加码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社区“三人小组”是指由一位街道干部、一位街道派出所民警和一位社区卫生站医护人员入户排查涉疫重点

人员的工作模式。对于出租屋众多的地方，有时候还会加入一位出租屋管理员。该模式一开始工作只针对

居家隔离和居家健康监测人员，但在随后的“常态化”防疫工作中扩大到各类自我健康监测人员（即那些曾

到访过有中风险区地市、大数据行程码带星号的绿码人员）。即使这些人员已经在前期的防疫电话核查中

纳入了系统的核酸检测管理，三人小组仍然要上门再次抄录相关人士的身份证号码、交通工具编号信息、

何时落地等内容。他们每次走访都要拍下自己和上门人员的照片上传到工作群组“打卡”以证明完成任务。



这种行为不能不令人联想起那些被“困在系统”的外卖员——正如这些外卖员把食物放在消费者家门口然后

拍下照片上传以显示送单完毕那样。

困在另一套系统中，基层工作者每天都要将自己的防疫工作记录在案，为“打卡”而奔波。疫苗点要拍照打

卡，核酸点要打卡，上门向老人宣传打疫苗又要打卡……当然，要“打卡”的不仅是街道的工作人员，还包

括“下沉党员志愿者”。这些有本职工作的上级单位的党员被动员起来，派到基层作为防疫人力资源的补

充。在本地疫情出现的时刻，他们被派往各个核酸检测点与管控区，负责值守、流调、保供给、送物资

等。在没有本地疫情的日常中，有些区会要求这些下沉志愿者协助社区进行“扫楼”，进行疫苗宣传、信息

登记等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登记大数据行程码的情况（绿码带星者），疫苗接种记录等，在居民信息已纳

入数据系统管理的情况下，这些重复性工作同样特别令人困惑。

一位负责统筹志愿者工作的领导和我说，现在其实完全不缺志愿者，无论是各个机构下沉还是社会自愿报

名的，人数都极为可观，在常态化防疫阶段，报名的志愿者比服务位置要多。那为何在某些地方进入封控

的关键阶段，常常面临社会服务阻塞的情况呢？

这是由于基层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因各种原因缺乏协调和充分调动志愿者的权限和能力。在中国城市管

理中，不同的社区的行政关系和构成各有不同，有一些社区除了街道和居委有管理权限外，也会归属于管

委会、机关单位或国有企业。在日常防疫工作中，由于事务相对简单，街道和居委与其他系统派驻的志愿

者可以较为顺利地共同工作，但当诸如部分封控或全面封控的情况出现时，不同行政系统间割据带来的协

调困境就会显露出来。

这在社区一级尤甚，名义上是群众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已经高度行政化了，但它却不是任何政府机关的派出

机构，然而它却要听从上级各个部门的指挥，配合各类的防疫工作，却没办法真正调动的了不同系统派驻

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在限制居民行动的前提下又压抑了社区自发的社会性互助，导致无人可用的局面。

在我所在的城市去年曾经短暂经历过一波疫情，也出现了物资运送“最后一公里”无法打通的问题。这一方

面是因为管控区内的红码管制使得外面的志愿者无法运送 进去，另一方面又是因为基层社区居委会，国企

单位小区管理者和志愿者、街道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系统下沉志愿者各个系统无法协同，导致工作推诿拖

沓。最后事情的解决是通过上级领导现场办公动员实现。由此可部分窥见为何上海空有物资而无人派送的

窘况，毕竟大领导“靠前指挥”能解决一个或数个小区，但若一个城市封了大部分区，没有真正的社区自治

支撑，这种动员模式不过是饮鸩止渴。



2022年4月11日，中国上海，因疫情被封锁的社区，一名身穿防护衣的工作人员在封闭区的路障旁。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
像

逐渐丧失的工作意义感 


相较于仍然有动力的志愿者和努力恪守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者，基层的行政人

员已逐渐丧失了工作意义感。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国家动员和志愿服务精神之间此消彼长的张力。很多位下沉志愿者明确表示，他

们内心是排斥每次做志愿服务都要“打卡”告知所属单位已经在岗。他们觉得自己是真诚带着“公心”，希望

出一分力参与防疫志愿服务，而不是基于上级的压力。然而，志愿服务的政治化与“利益化”似乎是新时代

精神文明建设不可逆的过程。

如今，社会化的青年志愿服务也与各种入团、入党、评优评先挂钩，在各式动员和奖惩机制下，参与志愿

服务越来越变成一个与个人利益挂钩的个体化行动，而不是一种在社会共同体中形成社群精神的行为。在

这种情况下，街道行政工作者和志愿者们（无论是下沉的还是社会化的）貌合神离——街道并没有视志愿

者为得力的帮手，因为他们会觉得志愿者也不过是来“打卡”，那些真正热忱的志愿者也不知道自己如何更

好地服务社区，帮助街道或居委改善社区服务。志愿热潮的浮华之下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社区共同体意识。

与志愿者能够真正建立沟通和协作效应的是街道的社工组织。受香港社会工作知识迁移的影响，珠三角地



与志愿者能够真正建立沟通和协作效应的是街道的社工组织。受香港社会工作知识迁移的影响，珠三角地

区的社区社工相对而言比其他地方更加专业化。但在众所周知的近年来打击和收编NGO和公民社会的背景

下，社会工作越发行政化。正如有社工督导形容，社工组织不过是街道办的“私生子”。

由于社工服务的资金来源越更依靠政府拨款，“对社工的工作认定完全取决于街道领导对社会工作的认识，

如果街道领导人知道社工专业是做什么的还好办，但如果领导不清楚，就会觉得社工游手好闲，整天不见

人，不干活。”但无论是懂行的街道还是不懂行的街道，运动式防疫的常态化都进一步地伤害了社工的专业

性。社工也被编排进各种专班投身于各式各样的防疫工作中。在有一些社工人手配备不足的街道，几乎所

有社工近两年的工作都是围绕着防疫，已经有将近一年没有做过个案和小组。

相较于仍然有动力的志愿者和努力恪守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者，基层的行政人员已逐渐丧失了工作意义感。

在个人有限的接触和交流中，他们的工作状态可以说和2020年的时候大相径庭。

当时，最辛苦承受最多压力的基层工作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防疫模式最坚定和最热情的拥护者。相较于外

国的愁云惨淡，他们认为自己的牺牲和投入是中国抗疫胜利重要构成部分，他们是这个伟大事业里面的一

份子。当尝试和他们探讨是否有另一种防疫方式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会迎来情绪非常激烈的反馈，视这

些讨论玷污了他们工作的价值和光荣感。

然而，当今年偶然和某些人再次谈及这些问题，已经分外疲惫的他们却犹豫了。反覆不断的疫情，已经耗

竭的精神和物质激励使得承受着上与下两边压力的他们也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每天的连轴转却再看

不到抗疫的成效，偶发性的感染者像地鼠一样打下一个不多久又出现一个。就像机器一样，他们无暇思考

每个行动的意义和效果。他们最首要的考虑是如何权宜和快速地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上级的任务。譬如，

在各地核酸检测已经带来感染的情况下，面对蜂拥而至的核酸人潮，尽管基层有些有识之士知道作业流程

需要改进，但也全无精力和意愿重新设计了。

其中一位和我说，“我见你年轻，又有海外留学背景才敢私底下和你讲，平时我在群里和日常交流中都不敢

讲的，其实我有至亲和朋友在外国都得了新冠了，确实症状很轻，吃点药自己就能好，其实打了疫苗确实

不是大病。 ”随后，她又无不迷茫地问，“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如果不坚持下去，万一真是搞到要封城，

我们更辛苦更累啊……”

看着已经筋疲力尽的基层，有时不禁怅惋，无论是选择继续清零还是切换轨道找一条有序共存道路，打着

疲劳战的基层面对可能的大规模感染其实已经无力一战了。

（阮玲婧，中国政治观察者）




